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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未来道路
———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

韦　森＊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通信地址：上海市国权路６００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２００４３３；Ｅ－ｍａｉｌ：ｌｉｗｅｉｓｅｎ＠ｆｕ－
ｄａｎ．ｅｄｕ．ｃｎ。这是笔者根据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召开的“新结构经济学研讨
会”上的主题发言的ＰＰＴ扩展改写而成。笔者感谢黄有光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王勇教授对这篇文章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然而，本文中的任何观点和谬误都由笔者自己负责。
１ 该讲座稿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的书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见林毅
夫，２００８），笔者也在《读书》２００９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对这部著作的书评（韦森，２００９）。

摘　要　本文为林毅夫教授的三本 “新结构经济学”新著的综
合性评述。第一部分引言对部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宏旨做了简
要评论。第二部分对林毅夫的理论进展和贡献进行了较细的探讨，
发现这一框架强调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明确提出现代
经济增长的实质及其普遍特征事实是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
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各国产业结构变
迁中政府的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从而把他多年来所独创的
经济发展从纯学术探讨推向了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可实际操作和具体实

施阶段。第三部分讨论了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存在的两个基本问题，主
要发现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仍然是 “制度缺位”，还应把现代经济
增长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
发展———真正置放在整个框架中来考虑，并认为只有在现代宪政民主
政制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ＧＩＦＦ框架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和
运用。最后，在第四部分余论提出，尽管理论经济学在当代有了巨大
的发展，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目前看来还是一个 “必然王国”。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产业升级，竞争性
市场，宪政民主政制

一、引言：经济学家的天职与使命

二十多年来，林毅夫教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乃至可以说殚思竭虑地从
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视角来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他
的经济学理论，以此来探究、发现和展示各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法则。如
果说２００９年林毅夫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马歇尔讲座１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他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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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的话，那么，在世界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
长４年后，通过在当今世界范围中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路径和现实经济状
况的实地观察、研究和思考，尤其是通过与多国政府领导人以及靠近政府
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所进行广泛的沟通与交流，使他更能从一个理论经济
学家的高度和宽广视野来验证和发展其经济学理论框架。作为世行４年的
工作和研究的理论成果，他把先前已经初步构建的一国 “资源禀赋 （ｅｎ－
ｄｏｗｍｅｎｔｓ）—比较优势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企业自生能力 （ｖｉａｂｉｌｉ－
ｔｙ）—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经济发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理论框架 （为方便期间，以下我把它简称为 “ＥＣＶＳＥ”框
架），转化发展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简称

ＮＳＥ）的分析框架。从世行一卸任回国，毅夫就带回来了他的三本新著作的
中译本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林毅夫，

２０１２ａ）、 《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林毅夫，２０１２ｂ），以及
《解读中国经济》（林毅夫，２０１２ｃ），从而为他４年世行高职荣任交了一份
富有成果的答卷，也向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们和国人带来了他的新研究成
果。令人更为称道的，他新提出的这一建立在ＥＣＶＳＥ理论分析思路上的雄
心勃勃的ＮＳＥ分析框架，一方面旨在理论化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法则，另
一方面又意在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靠近各
国政府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 “经邦济世”的政策指
导 “路线图”。

在 《繁荣的求索》一书中，林毅夫 （２０１２ｂ，第１７页）自己解释道：“我
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像李冰一样，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热土做一些促进繁
荣、惠及千秋万代之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
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

这些努力为人生目标赋予了良好的意义。”毅夫的这一自我表白，道出了他的
这三本相互关联的经济学著作的宏旨。

由于林毅夫教授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和现实印证已在世

界范围内为一些顶尖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的经济学
大家———进行过多年的深入探讨，作为毅夫多年的朋友，笔者谨囿于自己经
济学的知识范围，尤其是从比较制度分析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
角，谈一点自己对这一ＮＳＥ框架的学习感悟和看法，就教于毅夫和经济学界
的方家和同仁。

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三大理论进展与贡献

对于林毅夫教授的三本新著的理论进展和学术贡献，许多世界著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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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如达斯古普塔 （Ｐａｒｔｈａ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斯宾塞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斯蒂格利
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福格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ｏｇｅｌ）、阿克劳夫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ｋｅｒｌｏｆ）、
谢林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赫克曼 （Ｊａｍｅｓ　Ｊ．Ｈｅｃｋｍａｎ）、迈尔森 （Ｒｏｇｅｒ
Ｂ．Ｍｙｅｒｓｏｎ）、菲尔普斯 （Ｅｄｍｕｎｄ　Ｐｈｅｌｐｓ）等均已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
些经济学大师们将林毅夫的 ＮＳＥ框架称作为 “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ｒ）， “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因而把林毅夫誉为 “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位世界级的杰出专家”
（Ｐａｒｔｈａ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由于这些世界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们
已经对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做出了如此高的评价，本文谨寓于笔
者知识储备的偏狭视角，狗尾续貂，仅对这三部著作的理论贡献谈以下
三点：
第一，与毅夫之前的文著相比，甚至与前两年出版的他在剑桥大学所做

的马歇尔讲座的 《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林毅夫，

２００８）一书的观点相比，新近出版的这三本著作中所提出的 ＮＳＥ框架更加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因而基本主张 “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
基础性制度”（林毅夫，２０１２ａ，第５、４４页）。
在 《新结构经济学》的 “导论”中，毅夫一开始就提纲挈领地道出了他

的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
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

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
相对价格必须要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
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 （同上，第５页）。在其后的分析中，毅夫
及其合作者还具体解释道：“采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经济在发展当中
遵循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大多数企业是为追求利润而生的。如果相对价格
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在技术和产业选择上就会
遵循经济的比较优势。而这个条件仅能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成立。所以，
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经济体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
（同上，第８８页）。
坚持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从而认定市场当为经

济运行的基础性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实际上意味着林毅
夫的ＮＳＥ整个理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分析框架和发展
思路。这实际上也意味着这一ＮＳＥ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
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正如毅夫在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
所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出现，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这个领域中较多的经济学家均偏向于主张政府干预，并主
要以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作为其 “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提倡 “统制主义的
教条”（ｄｉｒｉｇｉｓｔｅ　ｄｏｇｍａ———印裔经济学家、毅夫和笔者的好友Ｄｅｅｐａｋ　Ｌａ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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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先进产业实现发展中国家
的产业升级，从而来纠正 “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国
民收入的差异。然而，这一偏向于政府干预主义的第一波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主张和政策建议，既没有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实际
上也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多少真正的福祉。从拉美到亚洲、非洲乃至
到东欧一些国家，其理论主张和政策导向都好像被证明是失效的。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 （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在战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
了，而是拉大了。
如毅夫所见，第一波政府干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失效，尤其是

１９７３年之后在 “石油危机”冲击下在西方国家所出现的 “滞涨”现象，宣告
了这些国家的政府二战后多年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也催生了新一波
经济发展思潮，而 “后者强调政府失灵，……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提供发
展激励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在他们的政策建议中忽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
结构差异，期待结构转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自发出现”（同上，第３页，
黑体为引者所加）。这种 “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启发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关注
的是政府失灵，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型的政策”。然而，据毅夫观察， “这种政
策也失败了，未能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也没有能实
现减贫”（同上，第５５页）。毅夫还认为，实际上，“２０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
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政策主张，且二战后只有１３个
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２５年的７％以上的高速增长 （同上，第３２页）。
基于这一判断和观察，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 “第三波经济发
展思潮”，在强调 “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又扬弃
了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潜含的 “自由放任” （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ｉｓｔ）精神传统，
提出了他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的主要观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在协调投资、
减少外部性、增长甄别、因势利导从而促使一国禀赋结构升级和转变方面要
发挥积极的作用。２

２ 王勇在与我的来信中补充道：“新结构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强调的理论观点就是：不同发
展阶段的最优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技术进步的方式、贸易结构等是不同的，是随时间变化的。在我看
来，‘华盛顿共识’很大程度上是用同一张发达国家的静态地图来统一指导不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怎
么走，试图以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发达国家的整套核心制度全面取代各国现存的经济制度，具有拔苗助
长的成分。而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则过分强调政府作用与市场失灵，而政府所要保护和复制的产业也常
常背离了市场法则。林老师和我一起做了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我们强调，与原来的一些经典
的如 Ｍｕｒｐｈｙ，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Ｖｉｓｈｎｙ等人提出的‘ｂｉｇ　ｐｕｓｈ’理论不同，现在我们引入了多个生产要素的禀赋
结构以后，各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市场信号来帮助企业和政府判断哪些产业相对更加
符合市场的力量，而之前的很多文献大都使用单要素的模型，比如只有劳动，所以经济发展导致的工资提
高对于所有产业的影响是中性的，不存在资本劳动之间的替代，不存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之
间的转化与升级，所以在第一波思潮中，市场没有办法对产业的升级提供有价值的信号”（来自王勇与笔
者的通信）。

应该说，对于毅夫及其合作者的这第三波经济发展思想，除少数极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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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的理论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也是这一ＮＳＥ框架一提出，就
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级经济学大师———交
口称赞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不细读林毅夫教授的这三本新著，人们一方
面可能会囿于成见会误认为林毅夫是位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另一
方面又可能会把他的这一ＮＳＥ框架理解不过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由
市场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建构。３可能正是因为后一点，就连对林毅夫这一

ＮＳＥ理论框架的表示基本同意和支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抱怨道：“市场的局
限性比林毅夫认为得更为严重———即使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既不
稳定，也并不有效”。斯蒂格利茨还补充解释道： “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反复
发生金融危机的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是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大萧条之后主要国家实
行强力的金融管制的短时期。有趣的是，那段时期也是经济增长和增长的成
果被广泛共享的时期”４ （转引自林毅夫，２０１２ａ，第４７页）。斯蒂格利茨的这

３ 对于这一点，林毅夫教授自己也承认。譬如在最近回答贝克尔（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教授对他的新结构经济学
的观点的质疑时，毅夫明确地回答道：“我最近致力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思潮的第三波，就是想
从经济发展的本质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把经济发展作为产业、技术以及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结构
不断变迁的过程来研究。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实体经济的不同特性给市场、政府和各种不同
的制度安排，在经济的发展、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如何扮演合适的角色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新古典经
济学的分析框架”（黑体为笔者所加）。
４ 如果斯蒂格利茨这里是把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波快速且稳定的增长归结为各国政府的强
有力的金融管制，这可能有些判断失误，或倒因为果，或至少可以认为是以偏概全，且与战后多年流行的
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经济学主张不谋而合。如何看待二战后西方国家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到石油危
机时期的快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的原因？国内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这方面有见地的讨论并不多。
从当代世界经济史来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之后，以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３年年底由石油危机冲
击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为止，之间长达近２０年。这在西方国家被称之为“黄金年代”的２０年。这个
阶段是战后人类当代历史和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西方国家经济实现高度现代化
的决定性阶段。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之前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年平均增长
速度达到５．３％，从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当时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包括中国）真正拉开了距离。这
一时期西方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笔者在２００９年发表于《文汇报》周末讲演并后来收入
《新华文摘》的一篇长文中曾指出，这一段时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高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从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初期发生的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ＩＴ网络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
命”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从人类社会当代历史来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到１９７３年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
发展的“黄金时代”、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８２年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滞胀时期”，１９８２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是西
方主要经济体的“中低速增长时期”，乃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０８年下半年是西方国家的“挣扎增长时
期”，这几个时期合在一起，可以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世界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康德拉季
耶夫增长的长波”，而这一长波经济增长又可以被称为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这里所
谓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指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继蒸汽机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
又一次重大飞跃。它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又涉及信息技术、新能
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的一场广泛的科技革命。
如果说西方世界的这一长波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话，斯蒂格利茨把这一波经济增长主要归结为西方各国政府的“金融管制”，如果不
是说倒因为果，也至少是以偏概全。同一时期，世界上实行了高度行政管制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怎么
失去了这一当代经济增长的长波的机遇？这应该是对斯蒂格利茨素来主张的“政府管制原因论”的最根
本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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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评论和观点，与毅夫在 《新结构经济学》中所坚持和反复强调的 “在发展

的每一个阶段，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经济体制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同上，第

８７页）见解，显然是有着一定的差异的。

第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理论贡献，是从经济思想和

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视角 （林毅夫，２０１２ｃ，第二讲），尤其是根据库茨涅

茨 （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的经济增长理论，明确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及其

普遍特征事实：“持续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多样化和收入增长加

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按照多年来他所坚持的依照各国资源禀

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和来进行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毅夫在这

三本著作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在长期，生产率增长与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

的，也就是说，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利用更好的知识降低生产成本，并将

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去” （同上，第１２０
页）。很显然，也正是因为毅夫特别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

迁，他把自己所努力创建的这一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称为 “新结构经济

学”。

正是由于多年来特别注重技术变革、产业升级、经济结构变迁在现代经

济增长中的作用，毅夫先在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回顾了从大卫·休谟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大卫·李嘉图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和阿兰·杨格 （Ａｌｌｅｎ　Ｙｏｕｎｇ）的

经济增长理论，并在一方面肯定经济增长理论中 “哈罗德 多马模型”和 “索

罗 斯旺模型”把技术明确引入增长理论和实证分析中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

又批评了这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技术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来处理的

做法，主张 “经济增长的新浪潮必须给出一个关于技术变迁的令人信服的理

论，让技术这一长期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摆脱新古典模型的外生性假设”。更

进一步，这一ＮＳＥ框架更加强调，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新和各种

制度驱动的，这些制度在那些创新活动受到促进、变革发生所需要的条件已

经具备的国家不断演变”；进而主张要 “理解技术扩散是如何在国家之间产生

并引发或维持经济增长的———以及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其他国家之间” （同

上，第７２、７３页）。在回答这个复杂的问题上，除了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内

生增长模型以及甄别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的新政治经济学的模型外，毅

夫及其合作者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因为任一时点上的最优的产业结构，是

由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国家若想在技术发展阶段上不断爬升，

首先应当改变其要素禀赋结构。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断

演进，从而推动其产业结构偏离由此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

结构。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企业就需要其升级其产业和技术”（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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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页）。

正如反复强调 “竞争性市场是一个经济体制源配置的最优机制”的观点
遭来了一些对市场运行效率怀疑派的质疑一样，毅夫在这几本新结构经济学
的专著中始终并反复强调技术变革、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变迁在现代经济
增长中的作用，也引来同行们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林毅夫的
这一ＮＳＥ框架不大像斯密、杨格和杨小凯的经济学理论传统那样更加注重劳
动分工和专业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一些经济学家———如北京大学的
平新乔教授就在一次讨论会上讲他更加———相信杨小凯的建立在分工理论上
的 “新兴古典经济学”（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简称为ＮＣＥ）中的发展理
论框架５，认为ＮＣＥ的框架可能比林毅夫的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
能揭示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如果按照国际上一些经济史学家
所喜欢的术语来表达，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杨小凯的ＮＣＥ增长理论，更
强调 “斯密型经济增长”（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６，而林毅夫的 ＮＳＥ理论框
架，则更强调 “熊彼特型增长”（ｔｈｅ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亦即 “库兹涅

５ 在杨小凯生前的一系列著作中，他一再提出，随着劳动分工加深，交易服务部门的收入份额上升，而交
易效率决定增长率和劳动分工演进的速率（参杨小凯，２００３；Ｙａｎｇ，２００３）。
６ 就笔者管窥所见，自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耶鲁大学的经济史教授帕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ｋｅｒ）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开始使用“ｔｈｅ　Ｓｍｉｔ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概念（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８４）以来，许多经济史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在欧洲经
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以及在一些经济学理论文章中，经常使用“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这个概
念而往往不对“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和“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这两个概念加以任何区分。爱尔兰都柏
林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凯利（Ｍｏｇａｎ　Ｋｅｌｌｙ）在１９９７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
文章中，所用的题目则是“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见Ｋｅｌｌｙ，１９９７）。很显然，凯利教授的这种
使用法才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表达，而王国斌（Ｗｏｎｇ，１９９７）等经济史学家所使用的“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大致应该是这种“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概念的简略称谓。什么是斯密型增长呢？或者
说斯密增长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美国西北大学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莫基尔（Ｊｏｅｌ　Ｍｏｋｙｒ）
曾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根据帕克（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８４）在《欧洲、美洲和更广大的世界》一书中对“斯密型增长”
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在《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性与经济进步》一书中，莫基尔（Ｍｏｋｙｒ，１９９０，ｐ．５）指出：
“亚当·斯密１７７６年曾在《国富论》中指出，贸易会导致经济的增长。斯密的增长机制（Ｓｍｉｔｈｓ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理论］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之上：更细的劳动分工会通过专业化以及完成工作任
务的技能的适应性变化（ａｄａｐｔｉｏｎ）而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由贸易增加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称作为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斯密型增长
獉獉獉獉獉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其后，莫基尔（Ｍｏｋｙｒ，１９９０，ｐ．２５）在谈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航
运业（ｓｈｉｐｐｉｎｇ）在当时西欧社会的经济社会繁荣中的作用时又指出，“在古典时期，航运对地中海沿岸的
经济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繁荣主要依靠商业，即依赖于从斯密型增长所带来的收益”。
由此来看，在帕克和莫基尔这些经济史学家的本来理解中，与其说斯密型增长是指在工场内部劳动分工
和专业化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如说主要是指由于贸易（包括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市场贸易和国
际贸易）所引致的经济增长。然而，通过梳理经济思想史上的诸多文献，笔者认为，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
增长（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应该把它理解为包括“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劳动生
产率提高”之间相互促进并有着诸多内在相互作用的现代经济增长。黄有光（Ｎｇ，２００５）在其发表在《劳
动分工与交易费用》杂志第１期上的一篇题为“劳动分工与交易费用”的短文中对这种“斯密动态经济增
长”的内在机制归纳出了１８组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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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型增长” （ｔｈｅ　Ｋｕｚｎｅｔｓ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７当然，严格说来，在人类近现代尤其
是当代社会中， “斯密型增长”与 “熊彼特式增长”是很难能被完全区分开
的，即使我们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强行的人为界定，二者也是难分难解，
或者说，“斯密型增长”，即分工、贸易、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本身，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即熊彼特型增长）常常绞
缠在一起，且互相作用。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没有劳动和社会分工及其专
业化，就很难有科技进步和革命，且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
市场贸易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分工的深化的社会条件，也不可能发生和持续。
反过来，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又必然加深———或者说本身就意味着分工和交
易的深化，因而，在现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的划分似乎已
经失去了意义，或者我们只能简单地把二者置放在一起笼而统之地通称为
“现代经济增长”（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参见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６６）。但
是，由于在斯密本人所处时代近现代工业革命和机器化大生产方式还并没有
发生，且科学进步与技术发明与创新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而自１９世纪３０
年代后西方世界经济的快速起飞主要得益于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

率的迅速提高，因此，至少在分析世界近现代经济史的过程中， “斯密型增
长”和 “熊彼特型增长”这两个概念还是比较方便使用的。但是在严格意义
上，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自１９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只不过
是加进了科技革命和机器化工业大生产后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或者说包含
了 “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的 “斯密动态经济增长” （参见韦森，２００６ａ，

２００６ｂ）。

７ 在《欧洲、美洲和更广大的世界》一书中，美国经济史学家帕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ａｒｋｅｒ）曾把“熊彼特型增长定
义为：“在信用扩张的融资支持下，由连续的和尽管有涨有落的技术变迁和创新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的扩
张”（见Ｐａｒｋｅｒ，１９８４，ｐ．１９１）。对于在“信用扩张的融资支持下”的定语，莫基尔（Ｍｏｋｙｒ，１９９０，ｐｐ．６—
７）有不同看法，认为完全不必要。他所给出的理由是，不能把熊彼特式增长局限于由信用扩张所支持的
资本主义扩展，因为，“技术进步先于资本主义和信用好多世纪，而且至少超越资本主义而存在”。照莫基
尔看来，所谓“熊彼特式增长，主要指是技术创新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另外，张宇燕等则认为，“经济增长”
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斯密型增长（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这种增长来自“斯密动力（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
ｉａ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即受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其后果通常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的同时增
长。第二种为“熊彼特型增长（ｔｈｅ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亦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
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从增长的结果看，这种增长也被称之“库兹涅茨型增长（ｔｈｅ　Ｋｕｚｎｅｔｓ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或“现代经济增长（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第三种乃“粗放式增长（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也就是只注重产出总量的增加而不甚关心人均拥有量提高的增长。除此之外，张宇燕认为还
存在“第四种增长类型”，即“马尔萨斯型增长”（ｔｈｅ　Ｍａｌｔｈｕｓｉ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这实际上是指虽然经济总量有
些增加但一种人均产出呈负增长的情形。张宇燕还认为，单纯依靠“斯密动力”，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
工业化。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密极限”。西方经济的起飞是突破“斯密型增长”，实现了“熊彼特
型增长”即“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果（见张宇燕和高程，２００６，第１１９页）。

这里应该指出，杨小凯和林毅夫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理路上的这一分叉，
并不完全是纯理论意义上的，而实际上则涉及对经济增长原因及其路径上的
理解。在第三部分我们重新讨论经济增长中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扩张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会再回头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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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了在本国产业结构变迁中政
府的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从而把他自己多年来所独创的以
“ＥＣＶＳＥ”为基本分析理路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从纯理论探讨推向了可实际操作
和可具体实施阶段。
在理论上确认 “市场应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制度”和 “竞争性市场是一

个经济体制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这一点，又把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普
遍特征事实认作为技术变革、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变迁，那么毅夫就符合
逻辑且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他的ＮＳＥ框架的第三个主要经济学主张，政府既不
应该完全取代市场，也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在促进企
业技术创新、扶植产业升级和实现经济多样化方面起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从
而在这三本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 “增长甄别和因势
利导框架”（Ｇｒｏｗ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即ＧＩＦＦ）。
在这方面，毅夫在 《新结构经济学》和 《繁荣的求索》两本著作中论述

很多，进行了诸多深入探讨和详细解释。譬如，在 《新结构经济学》的 “导
论”中，林毅夫 （２０１２ａ，第５页）就指出：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基础设施的
相应改善需要协调投资行为，并对先行者产生的、无法被私营企业内部化的
外部性予以补偿。没有这样的协调和对外部性的补偿，经济发展的进程将放
缓。因此，政府应主动设法缓和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从而促进结构转
变。”根据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年发布的 《增长报告：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战略》中所提出的快速经济增
长国家的５个普遍特征事实———（１）对外开放和利用世界经济；（２）维持宏观
经济稳定；（３）保持高储蓄率和投资率；（４）运用市场配置机制；（５）有一个
坚定、可信赖且有能力的政府，毅夫认为，有一个坚定、可信赖、有能力和具
有因势利导作用的政府，是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和遵循比较优势经济发
展战略的一个必要条件 （同上，第８５页）。在 《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毅夫
还提出，自１９５５年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 （Ｗ．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提出 “离开一
个高明政府的正面激励，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经济进步”这一点之后，历史
证明政府采取有效的主导作用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很多，而政府采取
自由放任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国家却很少获得成功 （同上，第９５页）。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政府是要作为，但到底如何作为？毅夫提出，政府

不应该是每一个命令型政府，或利用手中掌控的资源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和市
场竞争的政府，而应该是一个能帮助私人部门利用比较优势的 “因势利导型
政府”。这种因势利导型政府，应该 “充当健康的新兴产业的助产士”，而不
是 “一个长期在职的保姆”。
有了这个基本理念和认识，毅夫在 《新结构经济学》第３章还具体提出

了他的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ＧＩＦＦ）的 “两步六法”：第一步是确定
一国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第二步是消除那些可能阻止这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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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的约束，并创造条件使这些产业成为该国的实际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
毅夫提出了以下六项具体实施方法：（１）政府可提供一份符合本国要素禀赋
结构的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２）在这份清单中，可优先考虑那些国内私
人企业已自发地进入的产业； （３）清单上的某些产业可能是全新产业，鼓
励外资进入，还可以设立孵化计划，扶持国内私人企业进入这些新产业；
（４）关注本国成功的私人企业，为新兴产业扩大规模提供帮助； （５）建立工
业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为新兴产业的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
（６）给国内先进企业或外资提供一定激励，如减税或其他优惠政策。毅夫及
其合作者希望通过上述这些 “因势利导”的激励措施，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
体的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结构的变迁，以达至整个经济体的
“有活力的可持续增长”（同上，第１３５—１３８页）。
通过这一ＧＩＦＦ框架的 “两步六法”，毅夫及其合作者旨在使其新结构经

济学的主要思想和理念变成为可以实际操作的政府行动指南。

三、构建 “新结构经济学”框架所要
进一步考虑的两个基本问题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正是以竞争性市场为基础性制度，
并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林毅夫教授提
出了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政府应起积极的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
作用，以推动本国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和经济结构变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
增长。现在看来，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但逻辑自洽，而且对发展
中国家的政府制定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这一新理
论框架显然还有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这里，笔者谨提
出以下两个问题，供毅夫和关注这个问题的经济学界的方家和朋友们参考。

问题一：ＮＳＥ和其中的ＧＩＦＦ框架的实际运行，从理论上要求和假定一
个什么样的政府及其政府领导人的行为模式？与之相关联的根本问题是，这
一ＮＳＥ分析框架是否仍然实际上是 “制度缺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ｅｅ）———尤其
是政治与法律制度缺位？

８ 黄有光教授在对本文初稿的评述中认为，“这些因素，尤其是后面两个，一半甚至大半是经济增长的结
果，而不只是推动力”。这一见解甚有道理。然而，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这些因素来实现的，因而产业
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如生产的更加迂回、分工的深化、新的交易部门和产业的创生，服务业占ＧＤＰ
的比重越来越大等等）既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实现形式和结果，也是现代经济增长动态变化的原因和构成
因素，因而说这些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应该成立。

从世界近现代史来看，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科学发明、科技创新、
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所推动的８，并以此为普遍特征事实的，这应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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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个国家要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来发展经济，
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资源禀赋，要按资源禀赋所决定的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来
发展，以渐进性地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这应该也没问题。在一国的动
态发展中，政府要积极作为，要在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中起到积
极的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作用，在新产业的催生与发展中起到 “助产士
的作用”，乃至在新产业的创生和产业升级中解决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具
体说来在解决企业融资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方面提供政策乃至

资金援助之手，这看来均没有任何问题。然而，所有这些 ＮＳＥ的理论论证，
是否整个框架都建立在政府领导人是利他、仁爱和无私的假说之上？依照毅
夫自己的辩护，即使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运用到这一新结构经
济学的理论建构之中，即假定任何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是 “自利的”，都在进
行着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最大化计算，也不会影响这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整个
分析基础———因为任何一国的国王、总统、总理、主席或总书记，都会希望
并会尽最大努力要自己的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因为这不但会带来更多的政府
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也会使自己在历史上留 “良好治理政绩”之名。９同样
道理，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也自然会希望并尽最大努力去推动自己所
管辖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以从中达致个人利益最大化 （如升迁、政绩之名、
收入和个人幸福感）。但是，即使是如此，这样的分析思路仍然似有两个问题
有待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

９ 在马歇尔讲座中，毅夫曾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一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在任何时期一般都有两
个目标：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不受威胁的前提下青史留名。因而，政府领导人在“不论在任何
政治体制下，获得任期保障和历史地位的最好方法都是给国家带来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见
林毅夫，２００８，第１７—１９页）。

首先，如何避免政府领导人在促进科技发明和创新、产业升级以及经济
结构转型中运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家庭的寻租

问题？这个问题乍看来好像与ＮＳＥ以及其中的ＧＩＦＦ框架没有直接关系，但
实际上却牵涉到这一ＧＩＦＦ框架是否能在各国得到真正实施和是否真正工作的
根本性问题。如果我们假定任何政府领导人都在理论上是自利的，那么，在
毅夫的这个ＮＳＥ框架中，似乎根本没有———或有意识地回避了———现代政治
体制中的权力制约与制衡问题，而是假定政府及其领导人有决定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升级乃至在解决 “协调问题”和 “外部性问题”
中的完全自由裁量权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但不知毅夫想过没有，在解决所有这些经
济发展问题上，乃至政府做新兴产业的 “助产士”甚至起保姆的 “作用”时，
政府领导人都要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权力，都要运用自己所掌控的来自税收和
其他财政收入的财力资源乃至国有资源来运作，都可能会有自己个人的喜好、
偏好以及个人、家庭甚至亲友的关系在其中，因而在具体做出任何一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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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实际操作中，都有政府领导人个
人的利益、喜好和关系在其中。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增长
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发展规划以及实际操作和运作中，如果不考虑制度约束和
体制变量，而只是理想地提出政府领导人和决策者当怎样行为和怎样才是最
优选择，其现实有效性、可实施性和操作性是要大打折扣的。

１０ 据毅夫给出的数字，这１３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尼
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阿曼、中国台湾和泰国。
１１ 中国实际上还不在后者之列，因为目前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并不比二次战后
初期小。

这说来并不是无聊的纯理论推理。实际上，增长与发展委员会２００８年的
研究报告和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中所提供的数据就说明，尽管在过去的
数十年中，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在发展本国经济并使自己国家
经济现代化方面付出了持久和不懈的努力，但实际上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
只有１３个国家和地区１０实现了持续超过２５年的７％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从
而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 （见林毅夫，２０１２ａ，第３２页，
第８０—８１页；２０１２ｂ，第２１页，第２６页）１１。这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事
实和格局本身，不就说明要把林毅夫的ＮＳＥ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ＧＩＦＦ框
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非常困难？假定这些广大欠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认真学习并接受了林毅夫教授的这一 ＮＳＥ框
架和 “两步六法”的ＧＩＦＦ框架，他们就能将之运用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这些国家的经济就能迅速起飞？这目前看来将仍然是个问号。因为，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安排、文化传统、商业精神、资源禀赋乃至经济与社
会关系方面的诸多复杂和具体的情况，从而使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领导人都处
在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张力之中。再说，像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秘鲁前总统藤森，乃至菲律宾
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等等，在他们当政期
间，难道不都有一个坚定且强有力的政府？难道他们在执政期间在发展本国
经济上不都费了一些思量，甚至绞尽了脑汁？结果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到底
如何呢？又如何避免这些国家最高领导人及其家族乃至整个政府官僚阶层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寻租行为？这难道不应成为毅夫未来新结构经济学理

论建构和发展所须应考量的政治与法律制度问题？

即使把毅夫的ＮＳＥ的原理及其ＧＩＦＦ框架运用到改革后取得了巨大经济
成就的当代中国社会中，似乎仍然绕不开上述问题。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以培育
和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和对外开放为主轴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导致中国
经济有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无人可置否。在过去３０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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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乃至各地政府和企业家一起确实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引入
市场机制和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的黄金机遇中进行了技术和资本

的引进、科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国内的民营企业，从而进
行了产业升级和持续不断的经济结构转型。可以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合在一
起，才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这些实事几乎完全印证了毅夫的ＮＳＥ的
基本原理甚至ＧＩＦＦ框架的操作步骤。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中国过去三
十多年中，尤其是自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的十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几个特
区，以及全国大多数大城市和县城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科技园，在
各级和各地政府的政策引导、支持和扶植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无
疑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和主要贡献因素。所有
这一切，又似乎完全印证了毅夫的ＮＳＥ及其ＧＩＦＦ框架的基本思路。由此也
可以认为，中国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一个巨大的成功试验场。
然而，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

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如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经济技术开发
区以及一些高科技企业的巨额负债，还发生了一些负责开发区、高科技园区
建设和基建投资的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腐败寻租的大量问题，如苏州前副市长
姜人杰、洛阳市前中共市委书记孙善武、郑州市前中共委书记王有杰、阜阳
市原市长萧作新、原阜阳市前中共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甚至原
大连市长和原重庆市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等等。这其中哪个领导人不
是坚定、有能力、有想法且在努力发展本地经济甚至在发展高科技园区和推
进本地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上做出了诸多贡献的 “能干的”书记和市长？
这些问题难道不应该进入ＮＳＥ理论框架的未来探讨和思考视野之中？
其次，即使我们避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在运用自己掌握的

权力和所掌控的资源进行个人和家族的权力寻租问题，这一新结构经济学可
能还有一个绕不过且必须回答的问题：ＮＳＥ理论及其ＧＩＦＦ操作框架假定政府
及其领导人在正确运用一国或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乃至在促进科技

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上要起到 “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那
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
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在
对本国和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有市场增长潜力的产品和行业和未
来各行业的发展前景判断方面，乃自在各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战
略选择方面，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就一定比在生产和贸易第一线的企业和企业
家更高明？知识更全面？判断更准确？甄别更确当？指导意见更合宜？

两百多年前，在 《国富论》中，亚当·斯密 （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１９３０，ｐ．４２１）
在谈出 “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著名论断后，接着就指出：“在把资本用于国内
哪些产业方面，以及在其产品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上，处在自己本地环境
中的个人所能做出的判断，显然要比任何政治家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或立法者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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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判断好得多。如果政治家试图指导私人去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
仅是自寻烦恼地去关注最没有必要关注的事，而且假定存在一个安全和可信
任的政府，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荒唐且有很大幻觉地自认为有足够资格行使
这种权力的一个人，甚至交给一个委员会或议会，那是再危险不过的事情
了。”亚当·斯密在写作 《国富论》时，现代工业和科技革命还没有发生，更
没有现代的计算机网络通信工具和信息渠道。在２１世纪高科技和已经计算机
网络信息化的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拿开对市场
运行的干预和 “调控”之手了，因而对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说过的这段话，
我们今天研读时是要特别小心。然而，即使在２１世纪的信息化和高科技时代
的今天，斯密的这句话是否还有一定的道理和参考意义？一些国家的计划委
员会或科技部、发改委的官员们，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业的
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就比
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

明？难道一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变迁就只是在政府所能正确
甄别和因势利导之下才能发生？１２

１２ 正如毅夫本人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即使许多同意“政府干预是结构转型的必要因素”观点的经济学家，
仍然反对政府制定某种产业政策。正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查理斯·舒尔茨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ｈｕｌｔｚｅ）在１９８３年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事前我们并不知
道如何判定一个产业结构是‘优胜’（ｗｉｎｎｉｎｇ）的产业结构。我们没有一套经济标准来确定一个国家应该
发展哪些产业，也没有任何标准来确定哪些老产业需要保护和重组”（转引自林毅夫，２０１２ａ，第１３５页）。
舒尔茨的这一段言论，与亚当·斯密在１８世纪所做出的判断在精神上很显然是相通的。
１３ 在《经济发展与转型》一书中，林毅夫（２００８）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违背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的
“赶超战略”及其后果做了许多精彩和深刻的评论。

这说来已经不是一个纯理论推导问题了。近些年来，尽管在政府为缓和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而做出的所谓 “４万亿
刺激计划”和保增长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国家发改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
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建高科技园区和孵化新产业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且在某种程度上贡献了过去几年我国经济的增
长。然而，现在看来，这些政府所推动的发展新产业和产业升级政策政策，
甚至资金和资源扶植政策，并不是没有问题的。以毅夫的ＮＳＥ理论框架的思
路和术语来说，过去几年，国家发改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所推出的 “产业升级”
和 “孵化新产业”的政策，在很多方面不是顺应了由我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
比较优势，而恰恰可能是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而犯了急躁、冒进和揠苗助长
地推行 “赶超战略”１３的老毛病。
对于这一点，在不久前在 《ＦＴ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 “把脉当下中

国经济”的长文中，笔者 （韦森，２０１２）就曾指出，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以及地方政府为振兴新产业，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
举措，甚至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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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
有帮助了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假如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
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５００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
这种做法表面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产
业的新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几十亿元，或通过
ＩＰＯ从资本市场募集巨额资金用来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
来了，却发现 “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一些新产
品还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而背
上了巨额的银行负债，濒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不久前，媒体暴露出来的
江西省最大的民企赛维ＬＤＫ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锡的尚德集团，
也是这方面的例子。现在，全国有多少这样在国家扶植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
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你说发改委和一些地
方政府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这不是通过堂而皇之地鼓励新产业发
展的政策把一些企业创生出来但最后推向了火坑？最后不是害了一些企业家？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政府不应该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更
不是主张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上不加大资本投入。我这里是说，只是在我们
强势政府主导的经济运作体制中，在发改委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
金的情况下，才有了这样的结果。现在看来，新科技的研发和创新，主要应
该是企业和市场的事。除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研究院这类科研机构确实
需要国家财政支持外，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应该是企业在市场乃至在参与国
际竞争中自己的事情。一些新兴产业的创办和发展，也应当是各种创投和风
投公司的事。在任何体制下，如果政府掌控大量财力和资源，进行新兴产业
的直接投资，其效率都会不如企业和市场，也往往会产生大量腐败和问题。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根源。目前许多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关门甚至倒闭的风
险，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这种体制下政府掌握着巨大国家财政资金乃至 “振
兴几大产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有直接的关系。一些民营企业家 “跑路”，甚至
跳楼，这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目前，一些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集团，已是负债累累，只是它们大到不能倒，从而绑架了商业银行，也绑
架了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不能让它们倒闭而已。
上述例子，也反映出了毅夫的ＮＳＥ理论中ＧＩＦＦ框架在被现实应用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就不再深入展开讨论了。
概言之，即使我们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中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这一新结构经济
学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ｆｒｅｅ”，尤其是不能让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分析的维度缺位。笔者的愚
见是，在未来的完善和发展中，毅夫的这一ＮＳＥ理论分析框架，要把现代宪
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作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

基础性制度条件。因为，只有当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得到现代民主政治安
排中的实际制衡了，才能期望他们能确当且合宜地发挥 “增长甄别”和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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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利导”作用。近现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世界范围的国家增长轨迹的 “大分
叉”（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现象，不正恰恰说明并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中，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外
生变量？还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内在构成部分？

在与徐立新合作的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在 《解读中国经济》

第九讲，以及在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新近研究 （Ｌｉｎ，Ｓｕｎ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１）中，

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均非常全面地回顾和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系，认为 “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是最重要的一
个环节和部门”（林毅夫，２０１２ｃ，第１９２页）。他们认为，金融结构内生于产
业结构，产业结构则是由相对要素禀赋的价格所决定的。他们还明确指出：
“经济体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存在最优的金融结构”，且高效率的金融结构必
定反映实体经济的需求：“从根本上看，要素禀赋状况 （劳动力、资本和自然
资源）决定了产业结构，反过来产业结构又离不开与特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金融结构的支撑”（林毅夫，２０１２ａ，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在现代社会中，一国的产业结构离不开金融部门的支持和支撑，这一点
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毅夫及其合作者在其所撰写的
一些文章中也做了很好的综述。但是，综合考察毅夫的ＮＳＥ框架及其他与合
作者所做的相关研究中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我觉得似
乎还有下面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予以明确解释：“产业升级”是否只
是指制造业内部产品生产的升级，或者是指在器物层面从农业－手工工厂－
机器化生产－高科技产业的升级？这包括不包括一国经济结构内从农业、制
造业向服务业的过渡？或者更窄一点说：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本身是否也是产
业升级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１４

１４ 对于这一点，王勇在与我的来信中解释道：“包括的。在这个 ＮＳＥ分析框架中，金融业的发展是内生
的。因为不同的内生的产业对于金融的服务和需求是不一样的，随着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
级，资本需求量和投资风险都会不断提高，所以相对的最优银行规模、股市、风险投资市场在整个金融结
构中的比重都会不断内生的变化。我和林老师正在写这样‘ｄｅｍａｎｄ　ｓｔｏｒｙ’的一个理论模型，强调金融制
度也不能脱离发展阶段过于赶超，发展早期也许就是更应该发展中小银行以适应当时的产业结构，而不
是照搬美国的金融体系，也搞同样多的风投。”

这里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因为，综合考察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这一框架所说的产业升级，大概主要还是指随着科
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所推动产品制造业的升级，而不是指一国经济结构中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一国 ＧＤＰ总量中份额的变迁。正是因为这一
点，尽管在与徐立新等作者合作的文章中，毅夫及其合作者认为，金融服务
业内生于产业结构，但是，在他的ＮＳＥ理论框架中，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仍然
是他所认为的制造业部门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为主要特征事实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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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外在的促进因素。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表现
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

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
越大，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构成或者说组成部分。

１５ 黄有光教授在给笔者的来信中所指出，在目前中国的统计数字中，服务业的发展可能被“严重低估”
了。笔者认为，黄有光教授的这一判断有道理，但是即使中国的服务业有被低估的成分，但相比较西方一
些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平均水平，仍然较低。这至少可以用中国股市、债市市值、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乃
至金融证券行业的就业人数及其产值等较容易计算和统计的数据来证实。

举个例子来说，近几年来，中国物质生产部门的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
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ＧＤＰ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ＧＤＰ现价的一半。这是为
什么？譬如，按照国际钢协２０１２年年初发布的数字，２０１１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
经达到６．９５５亿吨 （按中国工信部２０１２年３月发布的数字，２０１１年中国的钢产
量为７．３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１５．２７亿吨的４５．５％。比日本、美国、俄罗
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２０１１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２０．８５亿吨，占世界总
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６０％。２０１１年，中国煤炭产量为１９．５６亿吨油当量，远远
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 （５．５６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提
升到大约５０％。中国汽车产量在２０１１年达到１　８４０万辆，比美国１　３７０万辆高出
了４７０万辆。２０１１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６　８００万吨，也保持了世界
第一。另外，按照２０１１年３月４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２０１０年，

中国已有２２０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的ＧＤＰ却不是世
界第一而只有美国ＧＤＰ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
是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落后１５，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远远落
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参图１、图２、图３）。

图１　２０１１年世界主要国家第三产业产值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中金公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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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１年各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全球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中金公司数据。

图３　２０１１年各国第三产业产值占各国ＧＤＰ的比重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中金公司数据。

从图１、图２和图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国的实体部门的产
值远远超过美国，但是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
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 （按比例）。比如，

２０１１年，中国服务业所创造的ＧＤＰ占整个ＧＤＰ总量的份额远远低于美国和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后者平均已占７０％以上。２０１１年，在美国１５．９万亿美
元的ＧＤＰ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７６％，而同年在中国大约７．５万亿美
元ＧＤＰ总量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份额只占４３．１％，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
的ＧＤＰ占比，还不到７％ （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２２％—２５％，新加坡为

２６％，见王力和黄育华，２０１２）。这一例子充分说明，服务业尤其是其中占很
大成分的金融服务业，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另据ＣＥＩＣ　ＤＡ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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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统计数字，１９５０ 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 ＧＤＰ 的比重高达

２７．０３％，金融服务业只占１１．４９％。６０年后，到了２０１０年，制造业的产值
占美国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到只有１１．７２％，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

２０．７％。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
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
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１６ 对于这一点，王勇在与我的来信中进一步解释道：“关于服务业的内生发展的确是‘Ｋｕｚｎｅｔｓ　Ｆａｃｔｓ’的一
部分，文献中也有讨论，比如最近一期ＡＥＲ上的一篇文章，名为‘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是原来
几个芝大毕业的从事‘结构变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研究的经济学家合写的（见Ｂｕｅｒａ　ａｎｄ　Ｋａｂｏｓｋｉ，
２０１２）。目前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化阶段’（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处
于‘去工业化阶段’（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阶段，美国服务部门已占ＧＤＰ　７５％以上，包括中国香港地区，
这些都是内生的结果。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正在大量地往内陆和国外转移，沿海发达地区越来越以服务业
主导。另一方面服务业大部分属于‘ｎｏｎ－ｔｒａｄａｂｌｅ’，即无法出口，所以内需是关键。因此发展服务业可能
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如何有效提高内需的问题。您提到了印度，我觉得它的服务业相对发达某种意义上是
因为它的制造业过于不发达的结果。”王勇这里提到印度的服务业在ＧＤＰ的占比比中国高，主要是因为
它的制造业不发达和工业化程度不够，这完全是有道理的。然而，也要看到，人类诸社会现代化的一般法
则或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普遍特征事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达，社会越现代化，人均收入和人
们生活水平越高，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在ＧＤＰ的所占比重就越大。这也反过来印证了我们对目前中国经
济增速下行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一个基本判断：在过去二三十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以国
内经济市场化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品需求提高以及外贸出口的快速增加双驱动下的中国制造业的
快速增加和迅速的工业化，是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随着中国制造业能力已经增长
到诸多产业，产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受国内人民现代生活方式所享用的家电、汽车、住房改善和世界各
国市场容量的限制，中国的一些制造业的增速必然放缓，中国越来越走向依靠服务业的增加来实现未来
经济增长的道路。虽然目前在中国谈“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还为时过早，但随着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过
渡，“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过程正在减速，而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份额将会继续增加，或言未来中国将越来
越靠服务业的增长来实现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的增长，这却是一个正在发生和改变不了的大趋势。认识不
到中国经济社会的这一大转型，再企望靠快速的制造业的膨胀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来规划未来中国的经
济增长，我们可能会犯巨大的历史错误，甚至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基于上述事实，我们也认为，尽管在毅夫的ＮＳＥ框架中将金融服务业在
言辞上视作为内生于产业结构又反过来是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

展的一个内生变量，但是在这一新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实际上还是把金
融结构及其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外生因素来处理的。如何把随着人类经济社
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萎缩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份额在不断增大这一现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事实置放进 ＮＳＥ
的经济结构变迁的框架中来分析和处理，而不是实际上只是考虑第一产业
尤其是第二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和 “狭义的”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所带
来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毅夫的 ＮＳＥ所进一步考虑———至少需要进步说明
———的问题。１６如果这样做了，是否将会改进林毅夫 ＮＳＥ的整个分析理路和
框架？

到这里，我们也许就能更加清楚杨小凯生前所努力构建的建立在分工和
专业化理论基础之上 “新兴古典经济学”（ＮＣＥ）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与林毅夫
建立在 “ＥＣＶＳＥ”理路上的 “新结构经济学”（ＮＳＥ）的发展经济学框架的异
同、各自的优长和可能的互补了。按照亚当·斯密 阿兰·杨格 杨小凯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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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迂回生产 （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的经济学分析理路，人类社会越进步，分工越
细密，生产越迂回，市场越深化，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总量就越大，经济也就
越发展，因而在杨小凯的ＮＣＥ分析框架中，现代服务业部门的不断涌现和服
务业部门所创造ＧＤＰ份额越来越大，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过程和自然
过程；而按照林毅夫的 ＮＳＥ的理论框架，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科技革
命、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升级为其主要推动力量并构成其普遍特
征事实的，因而在林毅夫的 ＮＳＥ框架中，尽管他与合作者把金融服务业视
作为是由产业结构所内生出来的，但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个内生于 （制造
业的）“产业结构”但又反过来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产生重大和至深
影响的 “外生变量”来处理的。１７由此看来，杨小凯的 ＮＣＥ分析框架和林毅
夫的ＮＳＥ理论框架，各有侧重，且各有所长。故此，笔者这里甚至考虑，
也许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且互相取长补短，从而进一步在把分工市场深
化理论乃至制度分析真正融入毅夫的发展经济学框架中，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ＮＳＥ理论框架，才能真正构建出未来发展经济学的新的理论 “范式”，并
为未来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操作实施的 “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 “路
线图”。　

１７ 对于这个问题，只要问一下毅夫的ＮＳＥ框架中的“产业升级”到底———或主要———是指制造业和实体
部门的“产品制造即技术的升级”，还指国民经济部门中以第一产业的萎缩、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
扩张为普遍特征事实的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就可以大致做出这一判断了。

四、余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必然王国中的
经济理论之树长青

　　在 《繁荣的求索》一书和其他文著中，毅夫甚喜欢引用当代经济学中的
“卢卡斯之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密和机制到底是什么？”在许多地方，
毅夫还直接引用卢卡斯 （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ｐ．５）教授本人的原话：“一旦一个人
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任何问题了。”经济学中的卢卡斯
之问和卢卡斯本人的这一表述，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林毅夫教授作为一个世
界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志向、学术目标和现实抱负。这些年来，毅夫也确实身
体力行地朝着这个宏大的学术目标而精诚努力，殚思竭虑地进行理论探讨，
并且硕果累累。
然而，也许毅夫也注意到了，除了经济学中的这一 “卢卡斯之问”外，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Ｂｅｎ　Ｓ．Ｂｅｎａｎｋｅ）在１９９５年也提出了 “宏观经济学的圣
杯”说：“解释清楚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Ｇｒａｉｌ）。大萧条
不仅导致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且还自２０世纪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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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来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的信念、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１９９５，ｐ．３）。伯南克还接着指出： “虽然我们还根本没碰到这一圣杯的边儿，
但在过去１５年里，人们对大萧条的理解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同上）。值
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卢卡斯本人也非常热衷于经济
周期理论研究，多年来曾在这个领域中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于１９８１年出版了
一本 《商业周期理论研究》的文集。在这部文集的结束篇 “商业周期理论中
的方法与问题”一文中，卢卡斯 （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０，ｐ．７１２）曾说： “要阐述一门
不甚令人瞩目的学科中某一应用领域的发展目标，其勃勃雄心似乎令人生畏，
然而，在描述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目标中，存在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方式吗？”
看来卢卡斯本人也无比看重商业周期理论的研究。
一方面是经济学中的有关各国经济增长秘密的 “卢卡斯之问”，另一方面

则是有关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 “圣杯”之说。这两个迷人的领域，
曾吸引了许多人类杰出的头脑为之沉迷而奉献终生的研究精力。然而，认真
审视一下当下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就会知道，当代经济学中这两大迷人的
研究领域，说来并不是经济学家们理论象牙塔之中闲情逸致的智力游戏，而
是深深关系到世界数十亿人民福祉的现实大问题：一方面，自２００８年下半年
以来，西方国家陷入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大萧条以来第二次世界性经济大衰退
而至今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又长期挣扎于
经济增长乏力、发展缓慢、债务累累且绝对贫困人口还在增加 （索罗斯和阿
比德最近预计，到２０１５年，世界仍将有超过１０亿人口生活于极端贫困状
态１８）的窘境之中。尤其是近一两年来，就连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增长的中
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这样的金砖五国，也开始出现宏观经济增
速放缓和下滑的征象，从而整个世界经济的经济前景又似乎变得灰暗不明
起来了。

１８ 见Ｓｏｒｏｓ　ａｎｄ　Ａｂｅｄ，２０１２。

在此世界经济格局下，一位西方经济学家Ｂａｒｒｙ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在评价这次
“大衰退”时曾说过：“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转引自林毅夫，２０１２ａ，
第２９１页）。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 （２０１２ａ）也对３０多年来高速增
长的中国经济表露了一些悲观看法： “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且他认为 “中国的经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现在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认为过去那种 “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即将过去”
了 （吴敬琏，２０１２ｂ）。然而，素来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精神的林毅
夫教授却认为：“不过，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却才刚刚开
始”（见林毅夫，２０１２ａ，第２９１页），并在许多媒体上表露未来２０年中国还
有ＧＤＰ增长超过８％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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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前景？经济学家们基于各自的理论

储备、知识禀赋、研究视角以及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和数据，自有个人悲观的
或乐观的看法和判断。这说来正常。笔者作为一个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经
济史乃至比较制度史的学人，现在得出了以下一个可能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十
分同意的判断：自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出版以来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
尽管有无数伟大和具有杰出头脑的经济学家持续不断地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

的基本法则和机理做了诸多探讨和解释，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相对于经济
学家整体乃至整个人类自身而言，好像还是一个 “必然王国”，还不能说已是
一个 “自由王国”。１９由此使我想起了１８世纪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 （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ｖｏｎ　Ｇｏｅｔｈｅ）有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惟生命之树常青”。在
当下世界，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家庭资产缩水，
普通和失业家庭生活窘困，总需求疲软，政府债台高筑，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和路途漫漫，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增长乏力，居民收入提高迟缓，上
十亿人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社会动乱、紧张、冲突乃至政变时有发生；而另
一方面，世界范围的理论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探索却不断深入，新的理论建构
乃至新的数学和计量模型不断和大量涌现。故此，我觉得歌德的这句名言在
当今世界甚至可以反过来这样说：“人类的经济生活世界常常是灰色的，惟经
济学理论之树常青”。

１９ 笔者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后，美
国的失业率数年来居高不下，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判断在未来的数年中降到８％之下的可能性不大，欧
盟各国的失业率又大都在１０％以上而居高不下，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则多年超过了２０％。对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病”，上了点岁数的人好像还记忆犹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日本病”目前
看来还没过去，现在则又出了“美国病”和“欧洲病”。现在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派能给目前陷入经济衰退
而复苏步履维艰的“日本病”、“欧洲病”乃至“美国病”开出“有效药方”。譬如，尽管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多
年采取了凯恩斯本人乃至凯恩斯主义“低利率”乃至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欲以此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
但似乎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而经济几乎没有任何起色。加之，尽管西方国家的政府在面对
经济衰退和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高而几乎无一例外地大规模地增发基础货币，但数年来在西方国家到目
前为止还未出现甚为严重的物价上涨。这些事实一方面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失灵；另一方面也无
疑宣告了以米尔顿·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货币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其次，尽管自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但正如林毅夫和许多经济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在整个２０世纪后半
期，世界上只有１３个原来较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从而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加之，即使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其中有４个经济体说汉语或言华语经济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的经济
学解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可以认为，人类诸社会在自身的发展
中自发地创生和演变出了极其复杂的现代生产、市场交换、贸易、货币、金融、信用的经济体系，但由这些
“经济子系统”所构成的整个经济体系本身运行的机理和法则，人类却不能完全理解和予以理论解释，更
谈不上依照理论去掌控和驾驭现代经济的运行了。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５日谨识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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